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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国际投资领域，当东道国的一项投资管制措施同时损害众多投资者的利
益时，便可能出现多个投资者通过同一仲裁程序共同对某一东道国提起投资仲裁的情形，
即“集体诉请”。集体诉请对于提高投资争端解决效率、确保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具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但这一仲裁形式在 ICSID 体制下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长期处于“灰色地
带”。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首次将集体诉请演绎到了极致，同时也引发了关于集体诉
请适用限度的争议。笔者认为，基于 ICSID 体制的历史定位以及投资仲裁的法律基础，集
体诉请的适用应以不破坏 ICSID体制下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为限度，并以东道
国的明示或默示同意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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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来，在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争端解决“去政治化”潮流的推动下，投资仲裁条款逐
渐成为国际投资条约的“标配”;而相应地，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为平台的
国际投资仲裁亦成为东道国—投资者间投资争端解决的通行途径。
ICSID体制为东道国—投资者间投资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仲裁程序，其典
型模式为“一对一”仲裁，即单个投资者对某一东道国提起的投资仲裁。不过，鉴于现实中
东道国的一项投资管制措施可能会同时损害众多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在 ICSID 仲裁实践中
亦不乏多个投资者通过同一仲裁程序共同对某一东道国提起投资仲裁的情形，此即为“集
体诉请”(collective claims)。集体诉请对于提高投资争端解决效率、确保仲裁裁决的一致
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一仲裁形式在 ICSID 体制下始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
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2011—2014年间，随着 ICSID仲裁庭相继对“Abaclat案”、“Ambiente Ufficio 案”和“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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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ni案”①三起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的管辖权作出裁决，集体诉请问题首次被推上
风口浪尖，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上述争端中，众多持有阿根廷主权债券的意大利投
资者以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计划违反双边投资条约为由，先后通过集体诉请方式对阿根廷
提起投资仲裁。其中，“Abaclat案”的仲裁申请人数量多达 6万人，可谓将集体诉请演绎到
了极致。② ICSID仲裁庭对上述案件的管辖权裁决，不但首次把主权债务重组争端纳入了投
资仲裁的范畴，并且通过对集体诉请的支持，降低了投资仲裁的“门槛”，开创了投资仲裁的
“散户时代”，因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本文试图基于对 ICSID投资仲裁中集体诉请的一般
考察，结合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相关裁决，对 ICSID 体制下集体诉请的适用限度作一
探讨。
一、ICSID投资仲裁中的集体诉请之一般考察
(一)集体诉请概述
在仲裁领域，凡是同一仲裁程序中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情形通常被称为多方仲裁
(multiparty arbitration)。③而作为多方仲裁的一种特殊形式，集体诉请特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仲裁申请人通过同一仲裁程序对同一被申请人提起仲裁。
虽然同属于多方仲裁，但集体诉请与实践中常见的其他两种多方仲裁形式———合并仲
裁和第三方加入仲裁———存在明显的区别。合并仲裁(consolidation)是指基于所涉争端在
法律和事实上的关联性，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已经开始并且相互独立的仲裁程序合并为一个
程序;④而第三方加入仲裁(joinder / intervention)则是指在仲裁程序开始后，与案件处理结
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经主动申请或应仲裁当事方或仲裁庭的要求而加入该程序。⑤ 由于
集体诉请自始至终只涉及一个仲裁程序，不存在多个申请人分别提起独立的仲裁程序然后
合而为一的情况，因此显然不同于合并仲裁。与此同时，集体诉请中的所有仲裁申请人均
为争端直接当事方，并且在仲裁程序一开始就共同提起仲裁申请，因此也不同于第三方中
途加入仲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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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baclat and others v．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7 /5，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4 August 2011 (hereinafter Abaclat and others v． Argentine Ｒepublic );Ambiente Ufficio
SpA and others v．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8 /9，Decision on Jurisdiction，8 February 2013
(hereinafter Ambiente Ufficio SpA and others v． Argentine Ｒepublic);Giovanni Alemanni and others v． Argen-
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7 /8，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17 November 2014
(hereinafter Giovanni Alemanni and others v． Argentine Ｒepublic)。
由于“Abaclat案”仲裁申请人数量庞大，远远超过“Ambiente Ufficio 案”(119 人)和“Alemanni
案”(183人)，仲裁庭为区别起见将前者称为“群体诉请”(Mass Claims)，而将后二者称为“多方诉请”
(Multiparty Claims)，但上述案件本质上都属于集体诉请。
Francisco Blavi ＆ Gonzalo Vial，Class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39 (4)
Fordham Int'l L．J． 795 (2016)．
Lara Pair ＆ Paul Frankenstein，New ICC Ｒule on Consolidation:Progress or Change ，25 (3)Emory
Int'l L． Ｒev． 1063 (2011)．
Simon Greenberg et al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an Asia － Pacific Perspective 17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在现实中，与集体诉请最为相近、也较易混淆的仲裁形式为“集团仲裁”(class arbitra-
tion)。集团仲裁起源于 20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由于当时集团诉讼在产品责任、劳工保护
等领域十分盛行，一些企业为了避免成为集团诉讼的对象，开始在消费合同、雇佣合同等格
式合同中加入统一的仲裁条款，以迫使合同相对人通过仲裁方式个别地解决纠纷。为了反
击这一权利滥用行为，美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授权和支持此类格式合同的相对人以集
团仲裁的方式寻求救济。①作为集团诉讼在仲裁领域的翻版，集团仲裁程序允许一个或几个
仲裁申请人代表其自身以及所有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其他当事人，依据相同的仲裁条款对
同一被申请人提起仲裁。②虽然在形式上，集体诉请和集团仲裁都表现为多个申请人对同一
被申请人提起仲裁，但二者间仍存在本质区别。在集体诉请中，共同提起仲裁请求的每个
仲裁申请人身份明确，并均以本人名义参与仲裁，彼此间不在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而在
集团仲裁中，提起仲裁请求的那部分仲裁申请人代表的是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整个申请人
“集团”;尽管“集团”中“被代表”的申请人的数量和身份具有不确定性，但仲裁裁决对所有
“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集团仲裁近年来在美国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
疑。③
(二)ICSID体制下的集体诉请
集体诉请作为一种特殊的多方仲裁形式，在商事仲裁领域并不常见，原因在于，商事交
易多以双边合同为基础，而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太可能出现多个申请人共同对同一被
申请人提起仲裁的情形。因此，商事仲裁规则对于多方仲裁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合并仲裁和
第三方加入仲裁，鲜有涉及集体诉请。然而投资仲裁领域的情况却不一样，投资条约中的
仲裁条款具有开放性，相当于东道国向不特定的投资者发出的关于同意仲裁的要约，④而当
东道国的某一投资管制措施同时损害众多投资者利益时，受同一投资条约保护(即相同国
籍)的投资者完全可能依据同一仲裁条款共同对东道国提起仲裁。
早在《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的起草过程中，就有谈
判代表提到了投资仲裁中可能出现的集体诉请问题，并提议对此进行相关的讨论，⑤但该问
题最终被谈判方搁置。现行的《华盛顿公约》第 25 条将 ICSID 的管辖权限定于“一缔约国
和另一缔约国国民(a national of another contracting state)之间直接因投资而产生，并经双方
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的任何法律争端”，单从字面来看，由于“另一缔约国国民”使用是单
数，这似乎表明《华盛顿公约》不支持集体诉请。然而，此种“抠字眼”式的解读并未获得投
资法学界的认同，⑥同时也明显不符合 ICSID仲裁实践。
从 ICSID仲裁实践来看，在 ICSID迄今为止受理的 599起投资争端案件(含 384起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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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仲裁申请人”一栏标注为“XXX and Others”的案件达到 62起(其中包含 31起已
结案件)。①以上数据至少表明，ICSID投资仲裁体制本身并不排斥集体诉请。具体到个案，
ICSID体制下的集体诉请虽然都产生于东道国的投资管制措施同时损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但依照提起投资仲裁的共同申请人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在第一类集体
诉请中，多个投资者共同提起仲裁，是基于他们彼此间存在法律上的关联。例如，在“Goetz
and Others v． Burundi 案”②中，共同提起仲裁的 6 位比利时公民均为一家布隆迪公司的外
资股东;在“LG＆E Energy Corp． and others v． Argentina 案”③中，仲裁申请人 LG＆E Energy、
LG＆E Capital以及 LG＆E International为同属于 LG＆E 集团的三家关联企业。而在另一类
集体诉请中，多个投资者之间除了具有相同国籍之外并无法律上的关联，共同提起仲裁请
求仅仅是因为共同受到了东道国的侵害。例如，在“Funnekotter and Others v． Zimbabwe
案”④中，在津巴布韦直接或间接从事农地投资的 13位荷兰公民以津巴布韦 1992年土地收
购计划构成非法征收为由，共同对津巴布韦提起投资仲裁;而在“Alasdair Ｒoss Anderson and
Others v． Costa Ｒica案”⑤中，137位遭遇非法集资诈骗的加拿大公民共同对哥斯达黎加提
起投资仲裁，理由是哥斯达黎加政府对非法金融活动的纵容和监管失职导致了投资者的损
失。
尽管集体诉请在 ICSID体制下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法律依据依然是一个悬而
未决的问题。无论是《华盛顿公约》还是《ICSID 仲裁规则》，在集体诉请问题上几为空白。
不过有意思的是，从以往的 ICSID 仲裁实践来看，仲裁庭从未认为集体诉请构成投资仲裁
的法律障碍，而作为被申请人的东道国也几乎从未对集体诉请提出过质疑。那么，在缺乏
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集体诉请在 ICSID投资仲裁中的正当性究竟何在?随着阿根廷主
权债务重组争端进入投资仲裁程序，争议终于开始显露。
二、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案中的集体诉请争议
2001年底，阿根廷遭遇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并引发大规模主权债务违约。为应对危
机，在争取国际救助的同时，阿根廷以债券互换的方式，对大约 1000 亿美元的主权债务实
施了强制重组———以价值仅相当于旧债券 1 /3的新债券置换旧债券。⑥ 由于该债务重组方
案导致债权人利益严重“缩水”，因此相当一部分债权人拒绝接受，并通过各种法律途径寻
求救济。鉴于传统的法院诉讼难以逾越国家主权豁免的屏障，从 2006 年 9 月起，三批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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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ICSID案件列表(https:/ / icsid．worldbank．org /apps / ICSIDWEB /cases /Pages /Advanced-
Search．aspx?)，截至 2016年 11月 18日。
Antoine Goetz and others v． Ｒepublic of Burundi，ICSID Case No． AＲB /95 /3．
LG＆E Energy Corp． and others v． Argentine Ｒepublic，ICSID Case No． AＲB /02 /1．
Bernardus Henricus Funnekotter and others v． Ｒepublic of Zimbabwe，ICSID Case No． AＲB /05 /6
Alasdair Ｒoss Anderson and others v． Ｒepublic of Costa Ｒica，ICSID Case No． AＲB (AF)/07 /3．
为迫使债权人接受重组方案，阿根廷议会于 2005 年 2 月通过 26017 号法令，禁止政府对拒绝参
与债务重组的债权人重启债券互换要约或与其就债券支付达成和解，并要求政府将已在国内外交易所上
市的旧债券摘牌。See Michael Waibel，Sovereign Defaults before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17－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利籍债券持有人(分别为 6万人，183人和 119人)另辟蹊径，以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构成征
收及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为由，先后向 ICSID 提起了投资仲裁(即“Abaclat 案”、“Ambi-
ente Ufficio 案”和“Alemanni案”)。以上仲裁请求标志着主权债务重组争端首次进入投资
仲裁的视野，因此 ICSID对上述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一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在争端双
方关于 ICSID管辖权的争论中，除了主权债券投资是否属于受保护的“投资”等传统问题
外，集体诉请问题首次成为了争议的核心。作为被申请人的阿根廷政府态度鲜明地对集体
诉请提出反对，主要理由有二:其一，阿根廷对 ICSID 投资仲裁的同意不包含集体诉请;其
二，集体诉请有损仲裁当事方的“正当程序”权利。2011－2014年间，ICSID仲裁庭相继对上
述案件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决，并在 ICSID历史上首次对有关集体诉请的质疑
作了回应。
(一)集体诉请与东道国的“同意”
ICSID对投资争端的管辖权以争端双方的书面同意为基础，而其中东道国一方的同意
通常体现于双边投资条约的仲裁条款中。在“Abaclat 案”、“Ambiente Ufficio 案”和“Ale-
manni案”中，申请人提起仲裁的依据均为《阿根廷—意大利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简
称《阿—意 BIT》)第 8条，该条规定，对于缔约国一方与另一缔约国投资者之间在该条约下
产生的任何投资争端，若无法通过友好协商和国内行政诉讼解决，可提交 ICSID 仲裁，缔约
国双方对该仲裁均给予“预先的、不可撤销的”同意。然而，阿根廷提出，其在双边投资条约
中对投资仲裁所作的同意并不涵盖集体诉请这一特殊的仲裁形式，因此凡涉及集体诉请，
均需要东道国的额外或特别同意。不过，阿根廷的这一主张在上述三案中均未获得仲裁庭
的支持。
“Abaclat案”仲裁庭认为，如果仲裁庭对个别投资者提起的仲裁请求具有管辖权，那么
没有理由认为仅仅因为申请人数量超过一定限度，仲裁庭便失去对该仲裁请求的管辖权。
在仲裁庭看来，该案中之所以出现集体诉请，是由所涉投资的性质决定的。主权债券投资
作为《阿—意 BIT》所保护的投资，通常涉及数量庞大的中小投资者，而集体诉请所代表的
集体救济是对此类投资提供有效保护的通常手段。对于此种集体救济，若要求东道国的额
外同意，将有悖《华盛顿公约》促进和保护投资的目的与宗旨。因此在此类案件中，东道国
对 ICSID仲裁的同意应视为涵盖有效保护投资所必需的各种仲裁形式，包括集体诉请。①
“Ambiente Ufficio 案”仲裁庭首先运用条约解释规则对《华盛顿公约》第 25条和《阿—
意 BIT》第 8条的相关用语作了解释，认为《华盛顿公约》第 25条中“另一缔约国国民”一词
虽然用的是单数，但其通常含义并不排斥多个投资者的情形;而《阿—意 BIT》第 8 条中的
“投资者”(investor / investors)一词本身就存在单复数交叉使用的情况，因此完全可以作为
集体诉请的依据。②与此同时，基于对《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历史，阿根廷和意大利的相关国
内立法，以及 ICSID仲裁实践中诸多集体诉请个案的深入考察，仲裁庭进一步认定，集体诉
请在 ICSID体制下已得到广泛接受，所以该仲裁形式无须东道国的额外或特别同意。③
“Alemanni案”仲裁庭明确指出，《华盛顿公约》第 25条所要求的提交仲裁的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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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所谓的“一般同意”与“额外同意”之分。投资者和东道国基于书面同意提交的某
一争端，要么属于 ICSID的管辖范围，那么不属于 ICSID的管辖范围，对于后者，仲裁庭不可
能借助“额外同意”而获得管辖权。①因此在仲裁庭看来，该案的关键在于东道国在双边投
资条约中对投资仲裁所作的同意之范围是否足以包含集体诉请。在对《阿—意 BIT》第 8条
进行分析后，仲裁庭发现，虽然在第 8 条中“投资者”一词存在单复数混用的情况，但“争
端”(a dispute / the dispute / any dispute)一词却始终以单数形式出现。据此，仲裁庭认定，
阿根廷对投资仲裁的同意仅限于单个争端，而不论争端所涉投资者的数量;因此，仲裁庭对
众多投资者共同提起的仲裁请求是否具有管辖权，取决于相关诉求是否产生于“一个争
端”。鉴于该案中对集体诉请是否产生于“一个争端”的认定需要全面考察案件事实及相关
证据，仲裁庭决定将该问题并入实体审查阶段一并处理。②
(二)集体诉请与“正当程序”权利
《华盛顿公约》第 52条将“严重违背基本程序规则”作为 ICSID 裁决可撤销的理由，这
充分体现了缔约国对“正当程序”的尊崇。在投资仲裁中，当事方就相关诉求进行陈述和答
辩的权利无疑属于“正当程序”的核心要求。在“Abaclat案”、“Ambiente Ufficio案”和“Ale-
manni案”中，阿根廷提出，由于集体诉请程序涉及申请人数量众多，使得阿根廷无法针对每
个申请人的诉求逐一进行答辩，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对其“正当程序”权利造成损害。然而阿
根廷的这一主张同样没有被仲裁庭所采纳。
在“Abaclat案”中，由于申请人数量过于庞大，仲裁庭不得不考虑对仲裁程序加以调
整，以对诉求的整体审查(group examination)替代传统的个别审查。对此，仲裁指出，在 IC-
SID体制对集体诉请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依据《华盛顿公约》第 44 条和《ICSID 程序规
则》第 19 条，③仲裁庭有权根据不同投资争端的类型和特征对仲裁程序进行必要的调
整———只要此种调整不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并且不影响当事方之间程序性权利的平衡。
仲裁庭认为，其在该案中对仲裁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是基于申请人诉求之间的高度同质
性(即所有申请人的权利源自同一双边投资条约的同一规定，其诉求产生于同一类投资形
式以及东道国政府的同一管制措施) ;而以整体审查替代个别审查，涉及的仅仅是对当事人
诉求的审查方式，而非审查的内容，仲裁庭仍须对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所有相关方面进
行审查。④仲裁庭承认，在整体审查模式下，由于每位申请人无法逐一提出诉求，被申请人也
无法对每位申请人的诉求逐一进行答辩，因此当事方的程序性权利难免受限。不过仲裁庭
认为，此种限制非常有限，而且并不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程序性权利的“总体平衡”。理由在
于:对作为申请人的投资者而言，如果仲裁庭驳回集体诉请并转而要求每位投资者逐一提
起仲裁，一则个体投资者无法负担巨额仲裁费用，二则仲裁庭也没有能力处理如此海量诉
求，因此实际上相当于“拒绝司法”(denial of justice)。而对作为被申请人的阿根廷而言，对
所有申请人高度同质性的诉求进行逐一答辩对于保障其程序性权利实无必要;况且若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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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诉请，阿根廷就要面对 6万个单独提起的仲裁程序，其面临的应诉挑战将更为巨大。①
“Ambiente Ufficio 案”和“Alemanni案”的仲裁申请人数量远低于“Abaclat 案”，所以不
涉及对仲裁程序的调整。上述两案的仲裁庭均认为，由于其对集体诉请的审理与普通仲裁
程序无异，即所有申请人均有机会逐一陈述，被申请人也有机会对每一申请人的诉求提出
答辩，因此当事方的“正当程序”权利并不会受到影响。虽然申请人数量过多可能会延长仲
裁程序的周期，并对东道国的应诉造成额外负担，但仲裁庭认为效率上的考虑决不能成为
剥夺申请人仲裁请求权的理由，否则将构成“拒绝司法”。②
三、对 ICSID投资仲裁中集体诉请适用限度的反思
(一)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案裁决的法律逻辑“硬伤”
就投资仲裁中的集体诉请问题而言，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系列裁决无疑具有标志
性的意义，该意义不仅在于投资者史无前例地将集体诉请演绎到了极致，更在于仲裁庭面
对东道国的连续质疑，首次对集体诉请这一 ICSID体制下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问题作出
了正面回应。从“Abaclat 案”、“Ambiente Ufficio 案”到“Alemanni 案”，仲裁庭的法律推理
虽不尽相同，但对集体诉请的支持却一以贯之，似乎完美地体现了裁决的“一致性”。然而，
仔细推敲后不难发现，上述案件的仲裁庭在处理集体诉请问题上的法律逻辑有失偏颇，存
在诸多似是而非之处。
例如，在集体诉请这一特殊仲裁形式的采用是否需要征得东道国的额外同意这一问题
上，“Abaclat案”仲裁庭基于对《华盛顿公约》目的与宗旨的片面解读，从“主权债券属于
《阿—意 BIT》所保护的投资”推导出“东道国对 ICSID 仲裁的同意应视为涵盖有效保护投
资所必需的各种仲裁形式，包括集体诉请”，否则将“有悖《公约》促进和保护投资的目的与
宗旨”。然而仲裁庭没有意识到或者刻意回避的是，《华盛顿公约》目的和宗旨除了促进和
保护投资之外，还要兼顾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将凡是对投资者不利的
推论都贴上“违背《公约》目的与宗旨”的标签，显然是荒谬的。“Ambiente Ufficio 案”仲裁
庭注重实证考察，试图通过以往的 ICSID仲裁实践中大量存在集体诉请案例这一事实来证
明集体诉请并不需要东道国的额外同意。但是仲裁庭所援引的所有历史案例中，亦不存在
东道国对集体诉请提出质疑的情况。因此同样的事实完全可以进行相反的解读，即 ICSID
仲裁实践中之所以存在集体诉请，是基于东道国的默示同意(不反对)。“Alemanni 案”仲
裁庭否认 ICSID体制下存在所谓的“一般同意”与“额外同意”之分，认为仲裁庭对集体诉请
的管辖权取决于东道国在双边投资条约下所作之“同意”的范围。然而在对《阿—意 BIT》
第 8条进行解释时，仲裁庭以第 8条使用的“争端”一词是单数为由，认定凡产生于“一个争
端”的集体诉请均属于东道国的“同意”范围。考虑到现实中投资仲裁条款对于“争端”一
词使用的不是单数就是复数，按照这一逻辑，仲裁庭对集体诉请的管辖权不需要任何理由，
仲裁条款的意义只在于区分产生于“一个争端”的集体诉请与产生于“多个争端”的集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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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这明显有偷换命题之嫌。
另外，在集体诉请对争端当事方“正当程序”权利的影响这一问题上，“Abaclat案”仲裁
庭认为虽然集体诉请在该案中会使得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程序性权利受到些许限制，但双
方同时亦能从中受益，因此不影响双方权利的“总体平衡”。但实际上，该“总体平衡”只对
作为申请人的投资者成立，对于阿根廷而言纯属虚构。仲裁庭提出，若不接受集体诉请方
式，阿根廷就要面对 6万个单独提起的仲裁程序，应诉挑战更大。然而仲裁庭应该清楚的
是，现实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投资仲裁本身门槛较高，而 6 万名申请人中绝大
多数为中小投资者，因此极少有能力单独提起仲裁程序。由此观之，该案中的集体诉请只
是单方面便利了申请人，却增加了东道国的法律风险，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总体平衡”。
(二)集体诉请的适用限度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ICSID 仲裁庭对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系列争端的管辖权裁
决体现了其一贯的倾向性，即偏重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尽可能扩大 ICSID 管辖权。仲
裁庭的裁决看似具有“一致性”，但法律逻辑上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硬伤”，因此其不但未能
终结关于集体诉请问题的争论，反而留下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集体诉请在投资仲裁
中的适用究竟是否应该有限度，其限度又在哪里?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考察 ICSID 体制的
历史定位以及投资仲裁的法律基础。
众所周知，在国际投资领域，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输出国与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
的资本输入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前者主张投资自由化以及高标准的投资保护，后者则
极力维护来之不易的经济主权，尤其是对外国投资的管制权，而当前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
作为南北两类国家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实际上体现了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之
间的平衡。特别是晚近以来，随着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角色的日益重叠，这一“利益平
衡”理念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① 现实中，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作为国
际投资法制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不仅贯穿于各类国际投资条约 /协定关于投资准入、投资
者待遇、征收及补偿等实质性问题的规定之中，在以 ICSID 体制为核心的投资争端解决机
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 ICSID体制而言，《华盛顿公约》虽然为外国投资者将原本属
于东道国涉外行政讼争的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和程序上的便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东道国经济主权特别是投资管制权的限制，但在是否以及在何
种程度上接受 ICSID 投资仲裁这一要害问题上，《华盛顿公约》通过对 ICSID 管辖权的限
定，依然为东道国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和自由裁量权，②这无疑是投资者与东道国间利
益平衡的最典型体现。
一旦将 ICSID体制正确定位于在提供投资争端解决便利的同时实现投资者与东道国
之间的利益平衡，而非片面保护投资者利益，那么关于集体诉请的适用限度问题也就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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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应的评判标准。在 ICSID体制下，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利益平衡不仅仅体现在《华盛
顿公约》对 ICSID管辖权的法定限制上，还体现在投资仲裁门槛对受案范围的客观限制上。
具体而言，投资者在 ICSID体制下提起投资仲裁，除了必须满足法定的管辖条件外，还要受
到较高的仲裁门槛的制约，包括高昂的仲裁费用以及漫长的审理周期等。①鉴于理性的投资
者在提起投资仲裁时通常会对成本—收益加以衡量，这一门槛的存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争端
案件的“二次过滤”，它使得 ICSID 投资仲裁的受案范围主要集中于那些因涉及较大金额、
对东道国有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投资所产生的争端，而一些零散的小额投资争端则被排除
在外。此种“二次过滤”机制在不影响 ICSID 体制为达到一定投资金额门槛的投资者提供
仲裁便利的同时，客观上能够确保东道国的投资管制措施免受来自大量小额投资者的“滥
诉”行为的干扰，因此本身也体现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任何集体诉请的适
用应以不破坏该利益平衡为限度。若某一集体诉请行为的出发点在于集众多投资者之力
规避投资仲裁的门槛，让原本不可能提起的仲裁请求得以实现，从而使得东道国不得不承
受原本无须面对的法律风险，那么无疑将打破 ICSID 体制下的这一利益平衡。以阿根廷主
权债务重组争端为例，数量庞大且高度分散的小额主权债券投资者原本难以跨越投资仲裁
的门槛，但却通过集体诉请成功地对阿根廷提起了仲裁请求。该集体诉请不仅成倍放大了
阿根廷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而且极可能助长主权债务重组中债权人的不合作行为，对正
常的主权债务重组进程造成严重干扰，进而影响一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这一意
义上看，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中的集体诉请不但打破了 ICSID 体制下投资者与东道国
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时也打破了主权债务重组机制下债权人与债务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显
然超越了合理的限度;难怪有学者担忧其可能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②
从投资仲裁的法律基础来看，与普通商事仲裁一样，投资仲裁系以争端当事方(即投资
者和东道国)的同意为基础，而其中东道国的同意更是整个 ICSID 投资仲裁体制赖以存在
和运作的“基石”。作为争端当事方的东道国不但有权决定是否将投资争端提交仲裁，亦有
权决定以何种方式或何种程序进行仲裁。集体诉请这一仲裁形式虽然在提高争端解决效
率，确保裁决一致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东道国而言却可能蕴含巨大的法律风
险，因此其适用决不能仅凭投资者的单方意志。诚然，ICSID仲裁庭在程序性问题上亦有一
定的裁量权限，然而在可能影响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平衡的场合，该权限的行使必须
充分尊重东道国的意志。从 ICSID 的过往仲裁实践来看，虽然其中不乏集体诉请案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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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仲裁程序无一不是在东道国未明确提出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①这便是对集体诉请适
用条件的最好注解。当前，随着国际投资条约的保护范围从跨国公司主导的直接投资逐渐
扩展至金融、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类似于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那样的以集体诉请形
式提起的投资仲裁将会日益频繁，为了确保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的可控性，维护 ICSID 体
制下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利益平衡，东道国的同意理应成为应对集体诉请风险的“安全
阀”。在具体操作中，鉴于当前的 ICSID体制对集体诉请问题缺乏明确规定，而阿根廷主权
债务重组争端仲裁庭在集体诉请问题上的“一意孤行”极有可能作为“先例”在后续类似争
端中被其他仲裁庭所效仿，为了有效控制集体诉请的滥用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掌握集体
诉请问题上趋利避害的主动权，各国今后在签订或修订双边投资条约时有必要考虑在投资
条约的仲裁条款中增加补充规定，把东道国的(明示或默示)同意确定为集体诉请适用的前
提条件。此外，《ICSID仲裁规则》的新一轮修订工作已于 2016年 10月启动，此次修订明确
将“维护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作为指导原则，目前 ICSID秘书处正在全球范围
内广泛征求意见。②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抓住这一契机，在规则修订过程中将集体诉请
的适用条件明确化，并争取将东道国的同意作为适用条件写入仲裁规则。
四、结 语
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为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择，除了传统的跨国
公司所主导的直接投资之外，门槛相对较低的金融、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日益受到广大中
小投资者的青睐。而随着间接投资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条约纳入保护范围，ICSID 投资
仲裁体制亦不得不面临“散户时代”的冲击。为了规避 ICSID投资仲裁的门槛，在因间接投
资(例如债券投资)而产生的争端中，众多投资者通过集体诉请对东道国提起仲裁请求或许
会成为一种常态。尽管 ICSID过往的仲裁实践中不乏集体诉请个案，然而这一仲裁形式的
滥用极有可能打破 ICSID体制所维系的投资保护与东道国投资管制权利之间的既有平衡，
并给东道国带来难以预料的法律风险。在这一点上，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无疑是一个
典型。虽然“Abaclat案”、“Ambiente Ufficio 案”和“Alemanni 案”仲裁庭相继表达了对集体
诉请的支持，但其法律推理却难以令人信服。鉴于集体诉请在 ICSID 体制下缺乏明确的法
律依据，为确保其适用不突破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这一限度，东道国的明示或
默示同意理应成为集体诉请的适用前提，并在必要时写入双边投资条约的投资仲裁条款之
中，或者在修订的 ICSID仲裁规则中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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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就笔者所知，在阿根廷主权债务重组争端之前，只有 1981 年的“Klckner and others v． Cameroon
案”中，东道国喀麦隆曾以《华盛顿公约》第 25条规定的“投资者”为单数为由，对集体诉请提出反对，但
中途又撤回了该反对意见。See Christoph H． 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 163 (2n 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ICSID News Ｒelease，Invitation to File Suggestions for Ｒule Amendments，available at https:/ / icsid．
worldbank．org /en /Pages /News．aspx?CID= 213，visited on 24 Mar． 2017．
The Limit of Collective Claims in ICSI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Ｒeflection on Argentina’s Sovereign Debt Ｒestructuring Disputes
Abstract: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where a regulatory measure of the host
State infringes the rights of numerous investors，there will be a possibility that many investors ini-
tiat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gainst the same host State in one proceeding，i． e．，“collective
claims”． While collective claims may help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and realize the consistency of awards，it has belonged to the“grey area”due to the lack of ex-
plicit legal basis under ICSID regime． In Argentina’s Sovereign Debt Ｒestructuring Disputes，
collective claims were pushed to the extreme，and therefore triggered controversy on the limit of
collective claim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ICSID regime and the legal basis of in-
vestment arbitration，the application of collective claims should not break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investor and host State，and should be conditioned on the explicit or implicit consent of
the host State．
Key words:ICSID;investment arbitration;collective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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